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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法制日益健全，国家赔偿问题中关于精神损害的赔偿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2017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聂树斌案”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国家赔偿金共计268.13991万元，其中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30万元，这一金额较之前的“呼格案”再一次创下了国家赔偿中精神赔偿的最高纪录。与之相反的是2001年麻旦旦处女嫖娼案，19岁少女麻旦旦被实施刑讯逼供，精神遭受极大痛苦，尽管当年麻旦旦提出了500万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最终仅获得赔偿金74.66元作为被拘留2天的物质补偿。这种判决结果，对当时的法学界及广大公众都难以接受，但法院的判决也是依“法”作出的，因为当时的《国家赔偿法》确实没有所谓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2010年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了明确规定，但却只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原则性的立法。下面，笔者就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现状、存在问题及建议等方面，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探讨。

案情介绍

案例一：河南“死刑保证书案”

2001年，河南叶县湾李村一名13岁女孩被害并被抛尸入河后，当地村民李怀亮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在李怀亮被羁押的11年零8个月里，先后历经有期徒刑15年、死刑、死缓三次判决，均因证据不足被撤销。2013年4月25日，平顶山中院重审并当庭宣告李怀亮无罪释放，后李怀亮申请国家赔偿，2013年12月17日，平顶山中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赔偿李怀亮被限制人身自由4282天的赔偿金78.08227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共计98.08227万元。

案例二：张高平叔侄案

2003年5月18号晚上9点左右，张高平和侄子张辉驾驶解放牌货车去上海，途中搭载17岁的王某，次日早上，离开汽车西站后，王某被人杀害。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案再审公开宣判，认定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共计221.14612万元人民币。其中分别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5万元。

上述两个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在感叹法制日益健全的同时，对其涉及的精神损害赔偿赔偿金额争议不断。李怀亮被羁押4289天，获得精神损害赔偿20万，而张氏叔侄被羁押3596天，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高达45万元。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抚慰数额的极不确定、相似案件可能会有较大差别，都容易造成公平缺失的负面影响。①

一、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了基本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妇女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也有一些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②2010年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精神损害可以用金钱的方式进行赔偿。但是，在我国现有的制定法中却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作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界定。笔者认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法侵害公民个人权利,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国家赔偿义务机关通过给予金钱抚慰的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现状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最早见于我国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办法，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被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誉为继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后中国民法对人身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③

多年来，由于《国家赔偿法》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大多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得不到支持。同样受到精神上的损害，若侵害人是公民，受害人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一般会得到支持，无形中，导致国家变相地剥夺了公民的部分救济权。在这一背景下，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其修改最大的亮点就是将精神赔偿纳入了国家赔偿范围。《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至此，在国家立法层面，我国的国家赔偿首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三、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一）精神损害赔偿概念不明确。尽管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明确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可以用金钱的方式进行赔偿，但在我国目前的制定法中却未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认识事物必先从其概念入手，没有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规定，就不能对其职能进行准确定位，在司法实践中更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要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其法律定义。

（二）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不明确。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造成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但却对何种伤害程度属于“造成严重后果”、对赔偿标准如何计算，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使得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形成统一标准。精神损害是无形的，它与财产损失不一样，无法用金钱进行量化，如何将精神损害量化为具体数额是一个长期而又困难的过程。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该条款的认识存在差异，从而可能造成同一案件在不同地区裁判结果迥然不同，如前面所介绍的两个案例，这种原则性规定，使法官难以把握度的要求，也就难以把握手中的自由裁量权，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化，损害法律公信力，违背法律的公平性。

（三）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狭窄。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内容将国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了“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及“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后果的人身权范围，但是值得让人深思的是，国家发生的侵权行为侵犯公民名誉权、荣誉权、隐私利益等一些常见人身权时，受害人可能同样会遭受巨大的精神痛苦，但却无法可依导致不能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因财产权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有时并不亚于“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及“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带来的精神损害后果，但却也不在赔偿范围之内，这就严重制约了国家赔偿制度对侵权损害的救济功能的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意义的特定纪念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如果同样的“具有人格意义的特定纪念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灭失或毁损，仅仅因为侵权主体不同而导致精神损害不能得到赔偿，显然是有失公平的。

四、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想

（一）统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为了更好地适用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必先从精神损害的基本概念入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主观因素，从而确保司法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实现公平公正。

（二）明确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标准。赔偿标准是一把双刃剑，不确定或模糊不清的标准，将导致严重的地区差异、不同职业身份当事人之间的差别，从而间接导致公民之间的不平等，让社会对法律失去信心，而过于明确的标准，在某些经济发展发达的地区显得过低，而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又显得过高，难以适应错中复杂的环境。由此可见，如何将受害人的精神损害量化为具体的赔偿数额就变得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确立“严重后果”的标准，只有在法律上明确精神损害的程度，才能确保精神损害赔偿的公平公正。笔者认为，何为“严重后果”，应以社会普通人为标准，超过普通人容忍范围就应当确定为“严重后果”，这样便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确保国家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加合理化。

其次，对于赔偿的计算原则和规则，实践中，因为国家权力的暴力性质决定了其造成的精神损害，比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更加严重，因为这种侵权通常会危及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健康权，其精神上的痛苦、名誉上的损失，比一般侵害程度严重得多，所以，为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尽快制定一个合理、有效的赔偿标准，这里可以参考民事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以确定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最后，在确定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时，还要综合考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侵害受害人的具体情节、受害人精神损害的程度及后果、侵权行为发生后的补救措施、受害人所在地经济生活水平、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等因素。

（三）适当拓宽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正如前文分析的，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除了明确赔偿标准以外，还需要拓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以全面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按照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人身权受侵害的情况，笔者认为，对于因特殊之物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也应纳入赔偿范围。特殊之物指具有人格象征意义，一旦毁损或灭失将对物品所有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特定纪念物品，例如情书、结婚纪念照等。在民事侵权领域，权利人因这些特殊之物的灭失或毁损之所以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因为这些物品与权利人的精神利益密切相关，其完整与否直接影响权利人的精神状态，因而，在国家赔偿领域，国家作为强势方，因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造成公民这种特殊之物的破坏与灭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为更有效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借鉴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把具有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

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确立，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法治国家“人权本位”时代精神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无外乎如是。佘祥林等一个个国家赔偿案在中国的法律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另一个层面也助推着中国法治的发展进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在法律学人、司法者孜孜追求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精神损赔偿制度将会日益显现出人文的关怀和正义的光芒。

（据朝天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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